
族群冲突、 极端主义
与马里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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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 马里国内族群问题引发武装冲突，
以北部地区图阿雷格族分离主义叛乱和中部地区农牧民冲突为主要代

表。 武装冲突的爆发是自然地理、 社会历史、 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多

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活跃在马里境内以及周边地区的极端组织与族

群冲突参与方之间存在复杂而多变的互动， 并利用当地权力斗争建立了

多样而广泛的联盟。 马里政府处理族群问题政策失当不仅激化冲突， 还

将特定族群的普通民众推向极端主义阵营。 在马里政府与极端组织的共

同推动下， 马里中部暴力活动呈现出富拉尼化的危险局面， 马里实现族

群和解将面临更加艰难的挑战。
关 键 词　 马里　 族群冲突　 极端主义　 分离主义　 图阿雷格族

作者简介　 陈阿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

究生 （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 北非局势陷入混乱动荡， 为恐怖主义向北非乃至整个非

洲大陆扩散提供了机会。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ＡＱＩＭ， 简称 “伊马” 组织）、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 Ｊａｍａ’ ａｔ
Ｎｕｓｒａｔ ａｌ － Ｉｓｌａｍ ｗａｌ － Ｍｕｓｌｉｍｉｎ，ＪＮＩＭ）①、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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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自称是 “基地” 组织在马里的正式分支， 成立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由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撒哈拉分支、 马西纳营 （Ｋａｔｉｂａｔ Ｍａｃｉｎａ）、 “伊斯兰卫
士” 组织 （Ａｎｓａｒ ａｌ － Ｄｉｎｅ） 和穆拉比通组织 （ａｌ － Ｍｕｒａｂｉｔｏｕｎ） 等合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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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ａｈａｒａ，ＩＳＧＳ）① 和 “安萨鲁伊斯兰” （Ａｎｓａｒｏｕｌ Ｉｓｌａｍ） 等极端组织纷

纷进入马里及其周边地区。 这些极端组织采取本土化策略， 充分利用本地矛盾招

募成员、 获取庇护， 建立广泛的联盟， 从而实现发展壮大组织的目标。 ２０１２ 年

马里国内族群问题引发武装冲突后， 极端组织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有鉴于此， 本

文拟系统梳理马里及其周边区域极端组织介入地区族群冲突的策略及其影响。

图阿雷格族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发生后， 部分图阿雷格族武装人员返回撒哈拉—萨赫勒地

区， 加入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图阿雷格分离活动。 早在 ２１ 世纪初， 以 “伊马” 组

织为代表的极端势力便开始在马里北部活动。 经过重新分化与组合， 马里北部极

端组织逐渐从叛乱活动支持者转变为暴力活动领导者。

（一） 图阿雷格族分离主义与极端组织合作的原因

一直以来， 图阿雷格人始终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② 追求独立成为一些图阿

雷格人的理想， 它们甚至多次发起武装叛乱。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伊斯兰激

进思想在马里北部广泛传播， 图阿雷格族内部也出现分化， 为极端组织与图阿雷

格人进行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 图阿雷格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觉醒。 历史上， 图阿雷格人虽未曾独立

建国， 但高度分化的社会体系成为塑造民族意识的黏合剂。 从阶层来看， 图阿雷

格族社会上层是贵族和封臣， 中下层是自由民和奴隶。 从组织单元来看， 图阿雷

格族被分成多个部族， 其内部依靠家族维系。 因此， 图阿雷格族的社会整合可以

不依赖行政体系， 无论是殖民帝国还是主权国家时期， 部族和家族都起到维持图

阿雷格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另外， 语言和文字也在图阿雷格社会发挥了重要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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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 ＩＳＧＳ） 是一个遵循萨拉菲主义的极端组织，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从穆拉比
通组织 （ａｌ － Ｍｏｕｒａｂｉｔｏｕｎ） 中分离出来， 宣布效忠 “伊斯兰国”， 主要活跃在布基纳法
索、 尼日尔、 马里三国边境地区。 参见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ａｈａｒａ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ｓｔａｔｅ － ｉｎ － ｔｈｅ － ｇｒｅａｔｅｒ － ｓａｈａｒａ －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 ｉｔｓ － ｔｈｒｅａｔ － ａｎｄ － ｒｅａｃｈ － ｉｎ －
ｔｈｅ － ｓａｈｅｌ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９］ ．
图阿雷格人 （Ｔｕａｒｅｇ） 是由语言和文化相近的部落组成的松散族群， 而这是外部世界对
这一群体的指称， 其实他们自称为塔马沙克人 （Ｋｅｌ Ｔａｍａｓｈｅｑ）， 即说塔马沙克语的人。
长期以来， 西方学术界坚持使用图阿雷格人这一外部的客位指称， 随着主位研究视角在
现代民族学和文化学中逐渐得到重视， 国际学术界也开始使用塔马沙克人指称这一西北
非地区的跨界族群。 目前， 国内学术界仍然延续图阿雷格的称谓， 为保持学术连贯性，
本文依然使用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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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和传承作用。 今天， 图阿雷格人是世界上仅存的仍在使用提菲纳格语

（Ｔｉｆｉｎａｇｈ） 的柏柏尔人。 通过使用相近的语言和文字， 零星分散的图阿雷格人建

立起紧密的文化联系。 图阿雷格人的自我称谓 Ｋｅｌ Ｔａｍａｓｈｅｑ 和 Ｋｅｌ Ｔａｇｅｌｍｕｓｔ， 以

及部落称谓 Ｋｅｌ Ｅｗｅｙ 和 Ｋｅｌ Ａｙｒ 都含有介词 “Ｋｅｌ”， 该词表达了一种所属关系，
展现出图阿雷格人强烈的部族归属感。

图阿雷格人的生存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二战结束后， 非洲大陆掀起民族解放运动高潮， 终结了殖民帝国在非洲的长期统

治， 但殖民主义仍然影响着新独立的非洲国家。 当时， 非洲国家边界划分依然以

殖民界线为标准， 不仅导致图阿雷格人被分散在多个国家， 而且引发民族歧视和

经济边缘化问题。 文化上， 马里将自身定义为马里王国和曼德文明的继承者， 但

这种历史叙事遭到图阿雷格人排斥； 经济上， 图阿雷格人处于国家资源分配体系

的边缘地位， 该族聚居区难以得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投资。 面对如此社会境

遇， 追求民族独立成为一些图阿雷格人的理想， 甚至为此发动武装叛乱， 但是遭

到马里政府镇压。 随着时间推移， 图阿雷格分离主义思想与文化动员已较为成

熟， 有关独立建国的诗歌、 流行音乐和政治话语广泛传播。 ２０１２ 年， 阿扎瓦德

民族解放运动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ｕｒ ｌａ Ｌｉｂé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 Ａｚａｗａｄ， ＭＮＬＡ） 成

立， 试图追求图阿雷格人独立建国。
第二， 伊斯兰激进思想在马里北部传播。 长期以来， 图阿雷格人所在地区信

奉一种形式独特的逊尼派伊斯兰教， 从法学角度来看是马利基派 （Ｍａｌｉｋｉ）， 从

宗教神学角度来说则是艾什尔里派 （Ａｓｈ‘ａｒｉ） 融合了某些苏菲派元素。①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 西北非地区出现了一些宗教新思潮， 并逐渐影响到马里北部地区。
具体而言，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捐赠者的影响力逐渐增长， 例如沙特阿拉伯

捐建清真寺、 医学诊所、 学校等基础设施填补了相应缺口。 伊斯兰各势力采取新

方式凸显自身存在， 例如在伊斯兰国际非政府组织中担任职务。 马里北部强调与

南部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不同， 马里北部穆斯林内部的竞争也日渐加剧， 群体内部

出现针对其他穆斯林领袖和宗教权威的反对之声， 也出现关于伊斯兰正统与非正

统问题的争论与对抗。
布道与传播先知预言社 （简称 “塔布利运动”） 是极端势力在马里北部传播

伊斯兰激进思想的主要代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印度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伊利

亚斯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ｌｙａｓ） 创建了塔布利运动， 尤为注重培植个人虔诚和布道行

·７０１·

①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ｈｕｒｓｔｏｎ，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ｐ.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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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① 该组织在毛里塔尼亚和马里以 “达瓦” （Ｄａ‘ｗａ） 之名为人们所熟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 塔布利运动扩展到马里基达尔地区后， 不少重要人物都曾

加入该组织， 包括图阿雷格世袭酋长所在的因塔拉 （Ｉｎｔａｌｌａ） 家族成员， 马里境

内极端组织领导人伊亚德·阿戈·伽利 （ Ｉｙａｄ Ａｇ Ｇｈａｌｙ） 和阿马杜·库法

（Ａｍａｄｏｕ Ｋｏｕｆｆａ）。 伊斯兰激进思想的传播影响到马里内部的族群关系， 为曾经

地位较低的群体提供了挑战宗教权威的理论武器。 贝拉和桑海伊玛目开始公开批

评伊佛哈斯 （Ｉｆｏｇｈａｓ） 图阿雷格人和阿拉伯昆塔宗教权威的正统性。②

第三， 图阿雷格族内部分化为极端组织介入创造机会。 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

多属于阿达赫 （Ｋｅｌ Ａｄａｇｈ） 部落联盟， 其酋长继承权属于伊佛哈斯贵族部落集

团阿菲拉 （Ｋｅｌ Ａｆｅｌｌａ） 部落的因塔拉家族。③ 围绕族群权力， 以因塔拉家族为代

表的贵族派和以自由民为代表的非贵族派展开了斗争。
因塔拉家族采取多面下注的政治策略。 作为享有世袭权力的既得利益者， 因

塔拉家族与马里中央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符合其根本利益， 同时与本地平民派、
“圣战” 派以及分离派形成暂时联盟也有助于维护家族利益。 因塔拉家族参与马

里政治的途径较多： 一是积极参与主流政治维系其在国家层面的政治话语权， 包

括参与选举及和平调解。 二是在宗教思想领域维护自身正统地位， 部分因塔拉家

族成员曾短暂加入塔布利运动。 三是参与极端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力， 阿尔哈巴

斯·因塔拉 （Ａｌｇｈａｂａｓｓ Ａｇ Ｉｎｔａｌｌａ） 在 ２０１２ 年短暂加入 “伊斯兰卫士” 组织。④

四是庇护图阿雷格族叛乱分子， 穆罕默德·因塔拉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ｇ Ｉｎｔａｌｌａ）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成立了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 （Ｈａｕｔ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ｐｏｕｒ ｌ’ Ｕｎｉｔé ｄｅ
ｌ’Ａｚａｗａｄ，ＨＣＵＡ）， 该组织为退出 “伊斯兰卫士” 组织的图阿雷格人提供庇护。

非贵族派向图阿雷格社会等级体系发起挑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马里和平协

议签订后， 图阿雷格分离组织分裂成几个派系， 其中包括由自由民组成的 “解放

阿扎瓦德革命军” （Ａｒｍéｅ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Ｉ’Ａｚａｗａｄ，ＡＲＬＡ），
对贵族派的领导权形成挑战。 但是， 图阿雷格贵族派也利用极端势力削弱非贵族

派， 例如当马里变革民主联盟与 “伊马” 组织爆发冲突时， 图阿雷格伊佛哈斯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Ｂｏｗｅｒｉｎｇ （ ｅｄ. ），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 ５３９.
Ｄａｖｉｄ Ｇｕｔｅｌｉｕｓ，“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２５，Ｎｏ. １，２００７，ｐｐ. ５９ － ７６.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ｉｌｌｅｙ， Ｌｅｓ Ｔｏｕａｒｅｇｓ Ｋｅｌ Ａｄａｇｈ： 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ｓ ｅｔ ｒéｖｏｌｔｅｓ： ｄｕ Ｓｏｕｄａｎ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ａｕ Ｍａｌｉ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Ｐａｒｉｓ：Ｋａｒｔｈａｌａ，１９９９，ｐ. ４７.
Ａｎｄｙ Ｍｏｒｇａｎ， “ Ａｌｇｈａｂａｓｓ ａｇ Ｉｎｔａｌｌａ：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ｎｄｙｍｏｒｇａｎｗｒｉｔｅｓ.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ａｌｇｈａｂａｓｓ ａｇ ｉｎｔａｌｌａ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ｚａｗａｄｍｉａ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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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派成员私下撤出战斗， 造成非贵族派成员独自面对极端组织的不利局面。 另

外， 图阿雷格非贵族派还出现了亲马里政府派别， 即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

及盟友” （ＧＡＴＩＡ）， 该派主要由自由民组成， 并反对图阿雷格分离主义。

（二） 图阿雷格族分离势力与极端组织合作的表现

极端组织从事非法经济活动， 不仅能够维持组织生存， 还有益于马里政府和

北部地区。 极端组织既是影响马里北部局势的新力量， 也是其他势力维护自身利

益的工具。 ２０１２ 年， 随着马里政府失去北部领土的控制权， 极端组织从叛乱支

持者逐渐发展成为暴力活动主导者， 而失去领导地位的图阿雷格温和贵族派代表

人物伽利日益激进， 最终彻底转向 “圣战” 主义。
第一， 极端组织能够保护当地族群的经济利益。 以 “伊马” 组织为代表的

极端势力是跨撒哈拉非法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早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马里和阿

尔及利亚政府就已经意识到极端组织试图将武器、 车辆和非法移民从马里北部运

往欧洲， “伊马” 组织前线指挥官穆赫塔尔·贝尔摩塔尔 （Ｍｏｋｈｔａｒ Ｂｅｌｍｏｋｈｔａｒ） 在

走私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此外， 极端组织也是非法经济活动的保护者。 “伊
马” 组织向贩毒者征收保护费， 并在关键节点驻扎武装人员对走私活动征税。①

极端组织介入非法经济活动后， 当地族群迎来阶层流动的机遇。 ２１ 世纪初， 可

卡因走私收益破坏了当地社会的层级结构， 参与毒品贸易成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

的一种策略， 对下层群体极具吸引力。②同时， 极端组织利用获取的经济资源开

展慈善活动， 通过散钱、 分药、 医治病人等形式， 弥补了当地政府的缺位， 赢得

一些民众的支持， 使族群内部对待极端组织的态度出现分化。
第二， 极端组织成为马里北部政治斗争的工具。 外界普遍认为，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是马里北部局势相对和平的一段时期， 当时极端组织在经济层面惠及政府代理

人和部分族群， 使马里政府能够在当地建立稳定的依附关系， 因此缺乏干预极端

组织的意愿。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 马里政府与极端组织的关系逐渐恶化。 ２０１０ 年马

里与毛里塔尼亚发起联合军事行动， 旨在打击 “伊马” 组织。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
极端组织既追求扩大自身 “领土” 范围， 又致力于实施伊斯兰法统治， 最终招

致法国主导的外部干预行动。 ２１ 世纪前十年， 图阿雷格人与极端组织的关系比

较平稳， 他们对极端组织的非法经济活动持开放态度， 但拒绝极端组织提出的宗

教主张。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ＭＮＬＡ） 试图建立一个世俗国家， 引起穆斯林

·９０１·

①

②

Ｓｔｉｇ Ｊａｒｌｅ Ｈａｎｓｅｎ，Ｈｏｒｎ， Ｓａｈｅｌ ａｎｄ Ｒｉｆｔ： Ｆａｕｌｔ －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ｉｈａｄ， Ｌｏｎｄｏｎ：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１９，ｐ. ６９.
Ｌｕｃａ Ｒａｉｎｅｒｉ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Ｓｔｒａｚｚａｒｉ，“Ｓｔａｔｅ，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Ｊｉｈａｄ：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ｌｉ，”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 ８，Ｎｏ. ４，２０１５，ｐｐ. ２４９ － 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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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强烈不满， 为了缓解自身面临的压力， 该组织加强了与 “伊斯兰卫士”
组织的同盟关系。

第三， 图阿雷格温和贵族派的激进化。 伽利是具有贵族血统的图阿雷格人，
也是图阿雷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他与贵族派决裂并彻底转向 “圣战”
主义， 标志着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与极端组织的互动进入新阶段。 伽利曾服役于

卡扎菲的伊斯兰军团， 但他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图阿雷格第二次叛乱中属于温和

派， 叛乱后期还成为马里政府在北方的关键对话者。 然而， 伽利在图阿雷格第三

次叛乱中失去了领导地位， 可能是因其主张实行伊斯兰教法。① 于是， 伽利另立

门户成立了 “伊斯兰卫士” 组织， 开启了激进化转型。 伽利完全转向 “圣战”
主义是图阿雷格内部权力分化与失衡的结果， 狂热忠诚的 “圣战” 分子和图阿

雷格伊佛哈斯部落贵族成员是伽利依靠的两大主要群体， 但伊佛哈斯贵族在 “伊
斯兰卫士” 组织中并不处于核心地位， 而 “圣战” 分子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２０１３ 年法国干预后， 极端组织遭受重大打击， 伊佛哈斯贵族派选择重新回归主

流政治， 而已经失去领导地位的伽利只能继续留在 “伊斯兰卫士” 组织。

马里中部农牧民冲突与极端主义

目前， 中部地区农牧民冲突是马里族群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 其破坏力甚至

超过了分离主义运动。 马里农牧民冲突的背景较为复杂， 涉及政治、 经济、 历

史、 宗教和自然环境等多个方面。 近年来， 随着极端组织积极介入， 农牧民冲突

的暴力程度急剧上升。 对此， 极端组织希望以族群冲突掩盖极端暴力， 而政府则

希望以极端主义掩盖族群冲突， 回避自身应当承担的主体责任。 在马里政府与极

端组织的共同推动下， 马里中部暴力活动逐渐呈现出富拉尼化。

（一） 马里中部农牧民爆发冲突的原因

第一， 土地和水资源稀缺是造成农牧民冲突的直接原因。 根据 《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 的数据， 超过 ８０％的武装冲突发生在沙漠化所影响脆弱的干旱地

区。② 受地形与人口因素影响， 马里中部土地资源有限， 无法同时满足农业和游

·０１１·

①

②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ｌｏｙｄ Ｇｅｏｒｇｅ，“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Ｒａｇ ｔｏ Ｔｉｍｂｕｋｔ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１０ ／ ２２ ／ ｔｈｅ － ｍａｎ － ｗｈｏ － ｂｒｏｕｇｈｔ － ｔｈｅ －
ｂｌａｃｋ － ｆｌａｇ － ｔｏ － ｔｉｍｂｕｋｔｕ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６］ ．
Ｎｓｅｍｂａ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ｅｎｓｈｉｅ ｅｔ ａｌ. ，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ｒｄｅｒ － ｆａｒｍ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Ｓｐａｃｅ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ｒｓ ＆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Ｖｏｌ. ３２，Ｎｏ. ８，
２０２１，ｐｐ. １２２１ － １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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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扩大生产的需求， 而且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均对农业和游牧业产生严重影

响。 几十年来， 马里中部地区降水量出现反复波动现象，① 进一步放大了现有土

地和水资源的稀缺性， 迫使农业和游牧业两种经济模式只能向外扩张， 以满足生

存所需。 历史上， 生活在马里中部的多贡人 （Ｄｏｇｏｎ） 曾长期被剥夺使用土地和

水资源的权利， 甚至需要以接受富拉尼人、 图阿雷格人奴役为代价来换取土地使

用权， 这使多贡人强烈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受益于法国殖民当局的安全保

障和马里政府的种植业激励政策， 多贡人在马里中部平原地带扩大了种植业规

模， 其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加， 因此不可避免地侵占了牧场保留地和牧群迁徙通

道。 由于传统和官方的争端解决途径失效， 最终导致农牧民之间爆发激烈冲突。
第二， 政府治理不当加剧冲突。 由于马里政府腐败和治理能力不足， 冲突各

方缺乏必要的安全感， 于是转向依靠族群自卫组织维护自身安全。 但是， 自卫组

织纪律性不足， 甚至会主动发起报复行动， 导致双方冲突不断。 然而， 马里政府

缺乏主动化解农牧民冲突的能力和动力， 迫于国际压力决定扶持亲政府民兵武装

打击与极端组织联盟的族群。 一方面， 马里政府将富拉尼等族群与极端组织等

同， 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成极端主义问题， 转移对自身执政不力、 政策失当的

批评； 另一方面， 马里政府扶持亲政府民兵武装能够弥补国家安全力量的不足，
回应西方支持者要求其积极应对国内安全问题的压力。 ２０１２ 年， 遭遇极端组织

和叛乱势力攻击后， 马里政府进一步支持亲政府民兵武装的发展， 希望借助其力

量打击 “圣战” 势力及其盟友富拉尼人。② 由多贡人组成的丹·纳·安巴萨古

（Ｄａｎ Ｎａ Ａｍｂａｓｓａｇｏｕ， 意为 “信仰上帝的猎手”） 便是马里政府扶持的民兵武装

之一， 该组织甚至在几个较大的城市设立了训练营。③ 亲政府武装力量的增强刺

激了族群间紧张关系， 也将富拉尼等族群进一步推向极端主义。
第三， 宗教和历史因素造成族群间不信任。 历史上， 富拉尼等族群曾存在民

族中心主义思想， 因此富拉尼人扩张领地的行为被视为重建压迫性体系的尝试。
在尼日利亚中部和南部地区， 基督徒中间存在较为广泛的共识， 即富拉尼游牧者

是伊斯兰化的宣传先锋， 他们与富拉尼游牧者之间的冲突更多是宗教性而非资源

性冲突。 与之相对应， 富拉尼人认为他们遭受袭击的主要原因是宗教认同和游牧

·１１１·

①

②

③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ｏｆ Ｍａｌｉ ａｎｄ Ｓｅｎｅｇ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ＦＡＰＡ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０），”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Ｖｏｌ. ６，Ｎｏ. ３，２０１４，ｐｐ. ２４０８ － ２４３４.
Ｍａｒｃ － Ａｎｄｒé Ｂｏｉｓｖｅｒｔ，“Ｆａｉｌｉｎｇ ａ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ｒ －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ｒｏ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ｌｉ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 ８，Ｎｏ. ４，２０１５，ｐｐ. ２７２ － ２９８.
Ｔｏｒ 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ｕｂａｃａｒ Ｂａ，“Ｆｕｌａｎｉ － Ｄｏｇｏｎ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ｌｉ：Ｆａｒｍｅｒ － Ｈｅｒｄ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ｓ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 １４，Ｎｏ. １，２０２１，ｐｐ. ４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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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份。 在马里中部地区， 多贡人对富拉尼人同样存在警惕情绪。 目前， 不到一

半的多贡人信仰伊斯兰教， 少数信仰基督教， 部分信仰传统宗教。① 历史上， 马

里中部富拉尼人曾强迫多贡人改信伊斯兰教， 并奴役多贡人。 １９ 世纪， 富拉尼

宗教政治领袖在萨赫勒地区建立了一些神权国家， 其中包括马西纳帝国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 Ｍａｃｉｎａ， １８１２—１８６２ 年）。 由于该帝国曾经创造过辉煌历史， 一些富拉尼人将

加入 “圣战” 组织马西纳营作为恢复富拉尼人在马里中部统治地位的一种途径。
面对日益增长的富拉尼人势力， 不少多贡人心存畏惧， 害怕再次成为富拉尼人的

附庸。
第四， 马里北部叛乱活动提升了极端组织的影响力。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马里北部

爆发的图阿雷格人叛乱， 是阿扎瓦德独立建国运动的最新表现形式， 涉及阿扎瓦

德所代表的基达尔、 通布图和加奥地区。 这次叛乱导致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在马

里北部和中部占据大片土地， 并在当地民众之间造成复杂影响。 一方面， 马里政

府与极端组织、 叛乱势力的治理效果形成鲜明对比， 部分民众开始暗中支持反政

府武装。 在法国军队发动 “薮猫行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期间， 莫

普提 （Ｍｏｐｔｉ） 地区由马里政府控制， 出现了政府军集体惩罚富拉尼人的事件，
引发富拉尼人的仇恨。 与此对比， 在极端组织控制这一地区期间， 课税、 掠夺和

其他骚扰活动都有所减少。 另一方面， 出于反对图阿雷格武装进入本族群聚居区

的目的， 并在极端组织反腐败、 反精英、 支持游牧民的宣传鼓动下， 一些富拉尼

人加入叛乱势力或极端组织。 例如， “争取西非唯一性和圣战运动” （ＭＵＪＷＡ）
中， 一部分富拉尼人以加奥和梅纳卡地区为基地活跃在马里和尼日尔边境， 另有

一部分富拉尼人则回到莫普提地区加入极端组织。

（二） 马里中部冲突各方与极端组织互动的表现

第一， 马西纳营与当地族群的互动。 马西纳营领导者库法主要从富拉尼族群

招募成员， 但不限于富拉尼人。 具体而言， 马西纳营主要的发展对象是在资源分

配和身份问题上遭受不公的群体， 包括早期追随库法的极端组织成员， 因宗教、
民族、 经济等原因寻求保护或复仇的成员， 赞同库法宗教理念的古兰经学校师

生。 在话语建构中， 马西纳营采取模糊态度， 不强调特定族群和阶层的利益。 但

这种模糊态度无法长久保持， 随着库法将马里中部极端活动族群化视作扩大势力

的重要手段， 组织内部要求支持特定族群的态度更为坚决， 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现

分歧。 ２０１９ 年， 富拉尼人与多贡人的冲突逐步升级， 以富拉尼人为主体的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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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营招募了 １００ 多名多贡族极端分子， 并将他们当作冲突调停者。 但是， 马西纳

营的富拉尼族强硬派成员要求允许对多贡族发起无差别袭击。 对此， 库法一方面

考虑接受强硬派的复仇建议， 另一方面试探性地向强硬派发出停火提议。 另外，
马西纳营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向传统部族首领作出妥协也引发强硬派不满。 这

一系列事件迫使部分强硬派富拉尼极端分子转投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最终成

为 ２０１９ 年底以来两大极端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爆发血腥冲突的导火索之一。
第二，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与周边族群的互动。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是

由 “争取西非唯一性和圣战运动” 领导人之一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拉威

（Ａｄｎａｎ Ａｂｕ Ｗａｌｉｄ ａｌ － Ｓａｈｒａｗｉ） 组建而成。 该组织利用富拉尼人与周边族群之间

的紧张关系， 将自身塑造为富拉尼牧民的保卫者。 ２０１２ 年马里北部武装冲突爆

发后， 富拉尼人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日益紧张， 其他族群的亲政府民兵武装 “因加

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 和 “阿扎瓦德救赎运动” 便成为 “大撒哈拉伊斯

兰国” 的主要对手。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 被马里政府视为制衡图

阿雷格叛乱势力的重要力量。 ２０１５ 年阿尔及尔 《和平与和解协议》 签订后， “因
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 向梅纳卡 （Ｍéｎａｋａ） 地区转移， 这刺激了 “大
撒哈拉伊斯兰国” 向布基纳法索东部发展。 “阿扎瓦德救赎运动” 是从阿扎瓦德

民族解放运动分裂出来的民兵组织， 其主要支持者是与图阿雷格人毗邻的达乌萨

克人 （Ｄａｏｕｓｓａｋ）， 该族群不仅与主导马里北部叛乱的图阿雷格族存在冲突， 也

与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支持的富拉尼族存在冲突。
第三， “安萨鲁伊斯兰” 与周边族群的互动。 ２０１６ 年， 富拉尼萨拉菲主义传

教士易卜拉欣·马拉姆·迪科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Ｍａｌａｍ Ｄｉｃｋｏ） 在布基纳法索建立了 “安
萨鲁伊斯兰”。 该组织虽然势力相对较弱， 但作为布基纳法索本土 “圣战” 组

织， 非常熟悉当地自然、 经济和社会环境， 在动员本地族群方面具有优势， 采取

多种策略和措施扩大其势力和影响力。 首先， 迪科利用自身宗教背景建立了伊斯

兰慈善传教机构， 并使用广播电台进行比较激进的传教活动， 他所鼓吹的反宗教

权威、 反建制精英思想吸引了年轻的宗教人士和边缘化人群， 世袭宗教领袖、 部

落首领以及慈善机构内部异议人士成为其袭击目标。 其次， 迪科虽然出身于富拉

尼贵族家庭， 但他针对本地阶层分化严重的情况， 大力呼吁在富拉尼族内部和布

基纳法索北部地区消除阶层不平等现象， 以此争取普通民众支持。 再次， 迪科利

用当地民众对本国政府及西方普遍存在的怨恨情绪， 将自身塑造成本地利益和文

化的坚定捍卫者。 当地民众认为， 政府漠视偏远边境地区的发展， 造成当地交

通、 卫生、 教育等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而外国企业只为掠夺矿产资源， 缺乏对当

地发展的回馈。 此外， 他还利用富拉尼族身份与马西纳营等武装组织结盟， 接受

对方的援助和培训， 使富拉尼族极端武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跨境联合。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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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冲突、 极端主义对马里安全形势的影响

族群势力与极端组织之间的互动对马里安全产生了极大影响。 首先， 极端组

织通过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回应了民众对改善经济条件的期待， 同时通过联姻和参

与部族冲突的方式赢得特定族群的支持， 从而为其长期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社

会环境。 其次， 在政府和极端组织标签化舆论宣传的推波助澜下， 马里中部富拉

尼族被迫成为这一地区各类冲突的参与者， 导致富拉尼人转向加强与极端组织的

联盟， 其与周边族群的和解进程因此举步维艰。

（一） 极端组织利用当地矛盾长期生存

首先， 极端组织向当地一些族群提供参与非法经济活动的机会。 由于国家治

理孱弱和边境管控松弛，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跨国犯罪猖獗， 毒品走私、 武器交

易、 人口贩卖、 绑架勒索、 盗伐盗采、 盗窃原油等犯罪活动泛滥。 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０９ 年包括非洲在内全球跨国有组织犯罪总金

额约为 ８７００ 亿美元， 是当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金额的 ６ 倍多。① 活跃在马里及其周

边地区的极端组织与犯罪组织之间互动频繁。 一方面， 极端组织直接从事犯罪活

动。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 ＧＳＰＣ） 在撒哈拉地区绑架了 ３２ 名欧洲游客， 索取赎金 ５００ 万美元。②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 “伊马” 组织利用撒哈拉沙漠从事绑架人质活动， 获取估计多达

７０００ 万美元的赎金。③ 巨大的经济收益让极端组织有财力贿赂本地政府官员、 执

法人员、 边境管理人员、 社群领导、 法官等掌权者。 另一方面， 极端组织还向从

事犯罪活动的群体提供庇护， 例如毒品走私集团， 以获取经济利益。 在此状况

下， 双方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寻找到了共同利益。
其次， 极端组织为当地民众提供公共服务， 弥补了政府缺位。 经济方面， 极

端组织利用从事非法经济活动所获资金， 加大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 满足

人们的生活需求。 例如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 及分支机构、 “伊马” 组织

·４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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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极端势力在控制部分领土后， 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 食品、 饮用水、 电力、 燃

气等服务。 安全方面， 极端组织通过建立法庭、 惩罚犯罪、 调停冲突等方式增加

自身社会影响力。 例如， “伊斯兰卫士” 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治

理机制， 承担起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 还设立了可以联系其成员的热线电话， 开

设伊斯兰教法法庭， 赞助慈善机构。① “争取西非唯一性和圣战运动” 在加奥地

区建立了伊斯兰教法法庭。 “伊马” 组织则招募警察， 建立治安系统， 派遣治安

专员处理安全问题。
再次， 极端组织利用本地族群网络实现了本土化发展， 其中尤以联姻模式和

参与部族冲突模式的效果最显著。 例如， ２０００ 年前后马里北部极端组织基本上

都属于非本土性质， 但此后萨拉菲主义的本土化进程逐渐深化， 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 本地跨国伊斯兰传教运动逐渐转向萨拉菲主义； 第二， 非本土 “圣战”
运动开始与本土部落通过联姻结成同盟； 第三， 非本土 “圣战” 人员在法国

“薮猫行动” 中损失惨重， 不少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成员与当地富拉尼族联姻

实现了本地生存和扩张， 而参与族群冲突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极端组织本土化

发展。

（二） 马里中部暴力冲突的富拉尼化

在马里及其周边区域族群问题引发的暴力冲突中， 图阿雷格族和富拉尼族的

角色最为突出。 图阿雷格人主要集中在马里北部， 由其引发的暴力冲突主要源于

民族自治和分离主义， 集中于图阿雷格人与政府之间以及图阿雷格族内部。 ２０１２
年爆发的图阿雷格族叛乱波及马里中部地区， 进而引发中部族群对图阿雷格人的

敌意， 但这种敌意随着叛乱平息而消失。 相对而言， 富拉尼人在马里中部冲突中

的角色更为复杂。
马里中部冲突包含多个层面： 第一， 极端组织针对马里政府和外部行为体的

暴力活动； 第二， 富拉尼族内部因资源分配不均和阶层分化而发生冲突； 第三，
富拉尼族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冲突， 主要表现为部族武装冲突； 第四， 马里政府军

存在针对富拉尼族的集体惩罚行为。 如果将富拉尼宗教极端分子仇视西方文化的

态度纳入考察， 可以说富拉尼人出现在马里中部的各类暴力冲突之中。 马里中部

暴力冲突的富拉尼化是多方行为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 极端势力借助富拉尼问题实现本地化生存和发展。 马西纳营领导人库

法主要从富拉尼族招募成员， ２０１８ 年库法在一段视频中用富拉尼语号召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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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富拉尼人进行 “圣战”。① 该组织试图将极端主义与富拉尼族进行捆绑， 实

现极端主义的族群化， 这种策略一方面可以淡化极端暴力的意识形态色彩， 将其

塑造成族群冲突而非 “圣战” 暴力， 另一方面试图赢得富拉尼游牧族群的好感

和支持。 除此之外， 其他两个极端组织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和 “安萨鲁伊斯

兰” 也把富拉尼人作为招募对象。
其次， 马里政府对富拉尼人实施集体惩罚， 将部分富拉尼人推向极端主义阵

营。 ２０１２ 年马里北部危机爆发后， 叛乱势力和极端组织占据了马里北部和中部，
在法国等外部势力介入后， 该地区大城市的控制权才重新回到马里政府手中， 但

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仍然处于极端组织的控制下。 在此情况下， 马里政府与富拉

尼族的关系趋于紧张。 “争取西非唯一性和圣战运动” 指责马里政府军与极端组

织合作杀害了 ４０ 名富拉尼平民。② 马里政府军任意逮捕富拉尼族嫌疑人， 最终

导致富拉尼人不再信任政府军。 同时， 马里政府通过支持亲政府民兵武装， 打击

“圣战” 势力及与其结盟的富拉尼人， 其中包括多贡民兵组织丹·纳·安巴萨

古， 该组织从保护多贡人村庄升级为主动袭击富拉尼人村庄， 进一步激化了族群

矛盾。③马里军队内部普遍存在将富拉尼人与极端分子等同的观念， 富拉尼人感

受到这种民族标签对自身安全的威胁， 他们担心安全问题会出现富拉尼化现象，
也就是将游牧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等同化。 由此， 很多富拉尼人在

现实威胁和极端组织反政府、 反建制派精英、 支持游牧等宣传口号的吸引下， 与

极端组织建立联盟。

（三） 标签化叙事进一步激化冲突

２０１２ 年之后， 马里国内农牧民冲突远非简单的族群冲突， 考虑到政府支持

多贡民兵武装对抗富拉尼人以及支持富拉尼人的极端组织， 可以说农牧民冲突已

经演化成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 同时， 不少多贡人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多贡民兵武

装的暴力行为， 转而与富拉尼人进行和谈， 这导致多贡人内部冲突。 此外， 富拉

尼人武装内部也存在多个极端组织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 因此， 马里农牧民冲突

涉及不同利益的行为体， 将冲突简单化、 标签化的舆论叙事对实现区域和平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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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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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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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 ／ ｆｒ. ａｌａｋｈｂａｒ. ｉｎｆｏ ／ ５７７２ ０ Ｍａｌｉ Ｌｅ ＭＵＪＡＯ ａｃｃｕｓｅ ｌａｒｍｅｅ ｍａｌｉｅｎｎｅ ｄａｖｏｉｒ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４０ Ｐｅｕｌ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３］
Ｔｏｒ 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ｕｂａｃａｒ Ｂａ，“Ｆｕｌａｎｉ － Ｄｏｇｏｎ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ｌｉ：Ｆａｒｍｅｒ － Ｈｅｒｄ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ｓ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ｐｐ. ４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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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弊大于利。
第一， 将农牧民冲突原因简化成资源争夺的叙事模式淡化了马里政府的主体

责任。 包括马里中部在内的萨赫勒地区农牧民冲突有着复杂根源， 从政府角度而

言， 过度强调冲突的族群特征有利于回避自身存在的治理失当。 马里国内舆论宣

传将富拉尼族群贴上极端主义标签的叙事策略， 一方面为政府支持特定部族武

装， 弥补官方安全力量不足， 进行了舆论准备； 另一方面造成针对富拉尼人的民

族歧视和集体惩罚暴力行为增多， 长远来看无益于马里国内推进和实现民族

和解。
第二， 极端组织诉诸民族化叙事争取富拉尼族群支持。 马里中部极端组织马

西纳营以古代富拉尼人建立的马西纳帝国为标签， 试图将本组织与富拉尼族进行

捆绑， 从而实现极端主义族群化的目的。 目前， 关于马西纳营在多大程度继承了

帝国遗产仍存在争议。 有人指出， 马西纳帝国建立者瑟古·阿玛杜 （ Ｓｅｋｕ
Ａｍａｄｕ） 的陵寝正是毁于该极端组织的暴力活动。① 由此看来， 以马西纳命名可

能只是极端组织吸引富拉尼族成员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 法国 《世界报》 和

一些马里当地媒体使用 “马西纳解放阵线” （Ｍａｃｉｎａ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 指称该组

织，②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人们对于该组织可能推行大富拉尼主义的担忧。
第三， 富拉尼精英阶层拒绝政府和极端组织的双重标签化叙事。 针对舆论宣

传中夸大马西纳营与富拉尼族群关系的做法， 富拉尼学者和政治人士认为， 马西

纳帝国信仰卡迪里耶 （Ｑａｄｉｒｉｙｙａ） 和提泽尼亚 （Ｔｉｊａｎｉｙｙａ） 苏菲教派， 而马西纳

营领导人库法属于瓦哈比派。 在该极端组织暴力活动的受害者中， 富拉尼人比其

他族群要多， 因此他们反对将马西纳营的暴力活动描述成为富拉尼人的征服活

动。③ 富拉尼人在马里国内政治中地位较高， 并且在中央层面形成了富拉尼族主

流精英派， 例如前国民议长阿里·努乌姆·迪亚洛 （Ａｌｉ Ｎｏｕｈｏｕｍ Ｄｉａｌｌｏ）， 前总

统阿尔法·科纳雷 （Ａｌｐｈａ Ｋｏｎａｒé） 的母亲和妻子均为富拉尼人。 富拉尼族精英

与库法的政治理念不同， 面对国内对富拉尼人的妖魔化， 他们试图游说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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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采取温和措施应对暴力活动， 同时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与库法领导的极端阵

营进行接触。 由此可见， 极端主义的标签已影响到富拉尼人， 他们试图通过不同

方式反对舆论叙事对富拉尼人的标签化和妖魔化。

结　 语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 北非地区陷入严重的政治动荡。 一方面， 政治动荡促

使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图阿雷格人返回撒哈拉—萨赫勒地区， 并加入图阿雷格叛

乱； 另一方面， 政治动荡也为极端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扩散提供了机遇， 萨赫勒

地区极端暴力活动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资源稀缺、
治理失效、 历史仇怨等因素， 与叛乱势力、 极端组织的活动相互交织， 共同加剧

了萨赫勒地区农牧民之间的冲突， 族群矛盾与极端主义成为萨赫勒地区最主要的

安全威胁。
作为萨赫勒地区遭受族群冲突和极端暴力活动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马里

族群问题和极端主义在其内部的叠加互动具有代表性。 马里图阿雷格人叛乱和农

牧民冲突有着复杂根源， 极端组织敏锐地利用了族群冲突中的各方势力， 建立了

广泛而有效的联盟， 从而在马里及其周边区域逐渐发展壮大。 马里中部暴力冲突

在马里政府和极端组织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富拉尼化现象， 而富拉尼族群在马里

国内政治中被标签化和妖魔化， 也势必对马里安全局势产生长远影响。

（责任编辑： 贺杨　 责任校对： 李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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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ｒｄｅｒ － ｆａｒｍ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ａｌｉ.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ｎｅｓ.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Ｍａｌｉ 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ｓｈ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ａｌｉ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ａ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ａｎｉ ａｒ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Ｍａｌｉ ｗｉｌｌ ｆａｃｅ ｍｏｒｅ ｔｏｕｇ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ｎ ｉｔ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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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ｌｉ，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ｔｈｅ Ｔｕａｒｅ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ｈｅｎ Ａｌｏｎｇ， 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８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Ｙｕ Ｐ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２２ 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２０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ｂｅｓ ｉｎｔｏ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Ｅｇｙｐｔ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２００ ｙｅａｒｓ，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ｆｕｌｌ ｏｆ ｖｉｇｏ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ｒｏａ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１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ｈｉｂａ Ｓｈｉｒｏ， ｗａ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ｗｅ ｃａｎ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ｃａｌａｍｉｔｙ，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ｋｅｅｐ ｉｎ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ｕｔｈｏｒ：Ｙｕ Ｐｅ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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